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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通过的关于第865/2018号来文的决定[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2: 	*	委员会第七十一届会议(2021年7月12日至30日)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艾萨迪亚·贝尔米、克劳德·海勒、埃尔多安·伊什詹、柳华文、伊尔维亚·普策、迭戈·罗德里格斯－平松、塞巴斯蒂安·图泽、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和彼得·韦泽尔·凯辛。] 

	来文提交人：
	K.M.(由律师Tarig Hassan先生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17年7月31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4和第115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18年3月21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1年7月27日

	事由：
	递解至埃塞俄比亚

	程序性问题：
	可否受理－明显缺乏依据

	实质性问题：
	递解后存在酷刑风险(不推回)

	《公约》条款：
	第3和第22条


1.1	申诉人是K.M.，系埃塞俄比亚国民，1964年出生。他是一项驱逐令的执行对象，并认为缔约国如果将他递解至埃塞俄比亚将违反《公约》第3条。缔约国于1986年12月2日作出了《公约》第22条第1款之下的声明。申诉人由律师Tarig Hassan先生代理。
1.2	2017年8月4日，委员会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施报告员行事，决定不同意申诉人关于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申诉人又两次重申了同样的请求，但这些请求于2017年11月28日和2018年3月20日被报告员再次驳回。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申诉人是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的成员。他在埃塞俄比亚生活时是该教会的一名司铎。在该教会分离为两个宗教会议[footnoteRef:4] 之后，申诉人表示支持两个分支中的一个并因此被迫离开埃塞俄比亚。申诉人抵达瑞士后，加入了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瑞士苏黎世分会，并成为了一名志愿司铎。除宗教活动外，申诉人自2011年8月1日以来一直是埃塞俄比亚人民爱国阵线的成员。以此身份，申诉人参与了招募成员、制定口号的工作以及鼓励他人参加埃塞俄比亚人民爱国阵线组织的反对埃塞俄比亚政权的示威活动。2015年和2016年，申诉人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几次抗议活动。2017年6月18日，他出席了埃塞俄比亚人权和民主驻瑞士工作队和被称为“金波特7号”的运动举办的一场会议。[footnoteRef:5] 他曾与“金波特7号”的创始人之一Berhanu Nega合影。 [4: 		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埃塞俄比亚神圣会议和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流亡神圣会议。]  [5: 		“金波特7号”是一个埃塞俄比亚反对派政治组织，由Berhanu Nega创立。2015年1月，埃塞俄比亚人民爱国阵线与“金波特7号”合并。] 

2.2	2010年3月4日，申诉人在瑞士申请庇护。2010年5月31日，联邦移民局驳回了他的申请。申诉人不服决定提出上诉。2010年12月3日，联邦行政法院维持联邦移民局的决定不变。2011年7月27日，申诉人就联邦移民局2010年5月31日的决定提出复审申请。2011年8月29日，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申请，理由是该申请内容矛盾、缺乏依据。
2.3	2011年11月25日，申诉人向联邦移民局提出了第二次庇护申请，移民局于2014年3月7日驳回了申请。2014年3月26日，联邦行政法院维持了这一决定。
2.4	2015年4月29日，申诉人提出了第三次庇护申请。2015年1月1日取代联邦移民局的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于2015年6月25日驳回了申诉人的这一新申请，理由是该秘书处不认为申诉人的活动会像他声称的那样使其陷入危险，也不认为申诉人对埃塞俄比亚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还认为，申诉人参加的示威活动针对的主要是欧洲联盟和联合国，而不是埃塞俄比亚当局。该秘书处还指出，申诉人的司铎身份并不意味着他在政治上对埃塞俄比亚当局持异见态度。
2.5	2017年7月6日，联邦行政法院维持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的决定不变。该法院承认，流亡在外的埃塞俄比亚国民如果被视为异见组织的成员或支持者，返回埃塞俄比亚后会有遭到迫害和/或逮捕的风险。但法院认定，申诉人的教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不能被视为构成可能导致埃塞俄比亚当局迫害的异见态度。法院承认，申诉人是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瑞士分会仅有的三名司铎之一，因此在流亡瑞士的埃塞俄比亚人社群中属于公众人物。然而，尽管埃塞俄比亚政权对政治上活跃的流亡公众人物进行监视，但法院认为，申诉人作为司铎的活动以及他作为埃塞俄比亚人民爱国阵线成员的政治活动不能被视为对埃塞俄比亚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此外，法院认定，申诉人没有提供实质性证据，证明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的瑞士分支确实对埃塞俄比亚政权持批评态度。法院因此认定，关于申诉人如被遣返至埃塞俄比亚将有遭受酷刑或虐待的危险的主张缺乏依据。
		申诉
3.1	申诉人声称，如果他被遣返至埃塞俄比亚，瑞士将违反《公约》第3条。他认为，自己通过在瑞士的教会工作和政治活动已与反对派的高级成员有了联系，这使他面临埃塞俄比亚当局的迫害。申诉人声称，尽管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未被视为政治反对派的一部分，但其活动和成员如果被视为批评现政权，就会受到埃塞俄比亚安全部门的密切监视。申诉人提到加拿大移民和难民事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认为政治上活跃的教会成员有被捕的风险。[footnoteRef:6] 申诉人列举了几名“金波特7号”成员被逮捕和判处长期监禁乃至终身监禁或死刑的例子。他提到欧洲议会于2017年5月18日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呼吁由联合国牵头对几名反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知名人士被谋杀一事进行独立调查。[footnoteRef:7] [6: 		Canada,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Ethiopia: Treatment of member of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EOTC) by authorities (2011-July 2014)”, 5 August 2014.]  [7: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18 May 2017 on Ethiopia, notably the case of Dr. Merera Gudina,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No. C 307, 30 August 2018.] 

3.2	申诉人补充称，埃塞俄比亚现政权自2016年10月宣布紧急状态以来已收紧了控制，并且后来将紧急状态延长至了2017年8月。
3.3	申诉人称，他已表现出明确的政治意识以及明显的对埃塞俄比亚当局的异见态度。他认为，瑞士如果将他遣返至埃塞俄比亚，将侵犯他根据《公约》第3条享有的权利。
		缔约国关于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2018年10月22日的普通照会中提交了对来文实质问题的意见。
4.2	缔约国首先回顾了事实以及向瑞士主管机构和法院提起的诉讼。缔约国还对本案进行了分析，结合了在确定申诉人被递解至原籍国后是否有针对个人、现实存在和严重的酷刑危险时所必须考虑的以下因素：(a) 证明原籍国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的证据；(b) 最近关于酷刑或虐待的任何主张以及支持这些主张的独立证据；(c) 申诉人在原籍国境内或境外的政治活动；(d) 关于申诉人可信度的任何证据；以及(e) 申诉人主张中的任何事实上的矛盾之处。[footnoteRef:8]  [8: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第49段。] 

4.3	缔约国认为，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本身并不构成可以认定某一特定人员在返回原籍国后将遭受酷刑的充分理由。委员会必须确定申诉人本人在被遣返国是否有遭受酷刑的风险。[footnoteRef:9] 为了《公约》第3条第1款的目的，必须举出其他理由，使酷刑风险符合“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人”这些条件。[footnoteRef:10] 对酷刑风险的评估不能仅仅依据理论或怀疑。[footnoteRef:11] [9: 		K.N.诉瑞士(CAT/C/20/D/94/1997)，第10.2段。]  [10: 		同上，第10.5段；以及J.U.A.诉瑞士(CAT/C/21/D/100/1997)，第6.3和第6.5段。]  [11: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1号一般性意见(1997年)，第6段，2017年12月6日被委员会第4号一般性意见取代。] 

4.4	缔约国表示，联邦行政法院在2017年7月6日的决定中指出，埃塞俄比亚的人权状况可能危及活动人士和反对派成员，包括流亡者。然而缔约国强调，法院质疑埃塞俄比亚在瑞士对反对派进行监视的可能性和程度，特别是对那些显然不对埃塞俄比亚政权构成威胁的人员进行监视的可能性和程度。缔约国补充称，法院对申诉人担任司铎所在的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的政治特征和历史背景进行了详细分析，注意到该教会分为两个宗教会议，其中之一与埃塞俄比亚政权关系密切，另一个与反对派关系密切。缔约国表示，根据该国掌握的资料和申诉人的陈述，不清楚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苏黎世分会属于哪个会议，也不清楚该教会是否对埃塞俄比亚政权持批评态度。
4.5	缔约国指出，自联邦行政法院于2017年7月6日作出关于申诉人案件的决定以来，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已在几个方面发生了变化。2018年2月宣布的紧急状态已于2018年6月正式解除，[footnoteRef:12] 总理阿比·艾哈迈德与厄立特里亚缔结了和平条约[footnoteRef:13]，已有数百名政治犯获释。[footnoteRef:14] [12: 		Amnesty International, “Ethiopia: Lifting of state of emergency must be followed by investigation of abuses”, 6 June 2018.]  [13: 		Lematin.ch, “L’Érythrée et l’Éthiopie ne sont plus en guerre”, 9 July 2018; Ethiopian Press Agency, “Hailing peace in Ethiopia, Eritrea”, 17 July 2018.]  [14: 		Amnesty International, “Ethiopia: Release of hundreds of detainees must lead to freedom for all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17 January 2018.] 

4.6	缔约国表示，申诉人并未声称自己曾遭受过酷刑或虐待以佐证他被遣返至埃塞俄比亚后据称面临的风险。[footnoteRef:15] [15: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4号一般性意见，第49(b)和(c)段。 ] 

4.7	据缔约国称，申诉人未能证明他在埃塞俄比亚或瑞士从事了可能导致他受到埃塞俄比亚政权迫害的政治活动。缔约国强调，申诉人的第一次庇护申请之所以被驳回，是因为他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是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的司铎。缔约国又强调，申诉人未能证明自己是因为教会分离为两个宗教会议以及据称在原籍国面临的具体问题而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缔约国还强调，申诉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庇护申请中主要提到了自己在瑞士的活动，却没有提到他在第一次申请时作为佐证提出的几项问题。此外，缔约国主管机构对申诉人声称在埃塞俄比亚开展的活动表示了怀疑，而申诉人未对这些论点提出异议。缔约国还强调，申诉人并未向缔约国主管机构或委员会声称自己从事过反对其原籍国政权的政治活动。缔约国指出，申诉人在听证会上曾明确否认与原籍国当局有任何矛盾，也明确否认曾在该国从事政治活动。他声称逃离只是因为其宗教团体的内部冲突。
4.8	关于申诉人在瑞士的政治活动，缔约国指出，2016年11月13日，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瑞士分会的负责人承认，申诉人是该瑞士分会主持仪式的三名司铎之一，也是牧师和主日学校的教师。此外，缔约国强调，联邦行政法院在仔细审查了申诉人的案件后同意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的立场，在2017年7月6日的决定中指出，申诉人作为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瑞士分会的三名在职司铎之一，在流亡的埃塞俄比亚人社群中属于“公众人物”。但缔约国表示，尽管埃塞俄比亚政权对政治上活跃的流亡公众人物进行监视，但不能假定申诉人以司铎、牧师和主日学教师身份开展的活动和发表的言论具有足够的政治性，足以引起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注意。
4.9	在申诉人所提主张的可信度方面，缔约国指出，尽管主管机构曾明确要求申诉人证明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苏黎世分会对埃塞俄比亚政权持批评态度，但申诉人并未提供可信的证明。此外，申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据称所持的公开批评意见，而他本可提供其所称的在宗教仪式上发言的记录或书面出版物的副本作为佐证。缔约国还认为，申诉人参加政治示威活动，例如在日内瓦举行的反对埃塞俄比亚侵犯人权的集会和埃塞俄比亚卫星电视和广播网的会议，并不足以据此认定他是可被埃塞俄比亚政权视为威胁的政治活跃人士。缔约国还认为，申诉人在埃塞俄比亚人民爱国阵线中的主要活动重要性有限，仅包括旨在招募新成员的宣传工作。缔约国表示，考虑到申诉人的具体处境、参与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的情况及其流亡政治活动，甚至考虑到埃塞俄比亚目前的局势，完全无法肯定地认为埃塞俄比亚政权已将他视为可能对政权构成威胁的重要反对派。[footnoteRef:16] [16: 		Federal Administrative Court, decision of 6 July 2017, ground 8.2.] 

4.10	关于申诉人首次向委员会提交的资料，即他参加了2017年5月2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集会以及2017年6月18日埃塞俄比亚人权和民主驻瑞士工作队和“金波特7号”运动在伯尔尼举行的会议，缔约国认为，这些事实对瑞士主管机构的结论没有影响。缔约国还认为，2017年8月22日证明申诉人是埃塞俄比亚人权和民主驻瑞士工作队成员的信件，以及2018年2月19日证明申诉人参加“金波特7号”运动的信件，都不足以让瑞士主管机构认定存在对其人身的威胁。
4.11	关于申诉人所提供的资料在事实上的矛盾之处，缔约国指出，瑞士主管机构在审查申诉人的第一次庇护申请时认为，申诉人所述的促使自己离开祖国的理由并不可信。缔约国还指出，对于瑞士主管机构得出的申诉人陈述不可信的结论，申诉人并未向委员会提出异议。
[bookmark: _Hlk45523057]4.12	关于申诉人的健康状况，缔约国提到了2017年10月3日的医疗报告，该报告显示，申诉人据称患有抑郁发作、张力亢进和糖尿病等疾病。缔约国回顾指出，这些问题可在亚的斯亚贝巴得到治疗，申诉人可以申请医疗遣返援助，以确保他在交接期得到治疗。缔约国认为，申诉人的健康状况与认定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在被遣返后有遭受酷刑的危险无关。缔约国回顾指出，根据委员会的判例，在没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身体或精神健康状况因递解出境而恶化，通常不足以构成违反《公约》第16条的有辱人格的待遇。[footnoteRef:17] 缔约国认为，本案与A.N.诉瑞士案[footnoteRef:18] 不同，申诉人似乎没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不至于在遣返后会导致其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而明显危及其生命或严重损害其身体完整。 [17: 		例如，见A.A.C.诉瑞典，(CAT/C/37/D/227/2003)，第7.3段。]  [18: 		CAT/C/64/D/742/2016，第8.6段。] 

4.13	因此，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未能证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如被遣返至原籍国将面临遭受违反《公约》的待遇的具体和针对个人的风险。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9年5月16日，申诉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2	申诉人指出了缔约国意见中的矛盾之处。他指出，一方面，缔约国承认埃塞俄比亚似乎常常发生使用酷刑的现象，并且该国人权状况令人严重关切，但另一方面，缔约国又认为，自联邦行政法院2017年7月6日的决定发布以来，埃塞俄比亚的人权状况已有所改善。申诉人表示，尽管埃塞俄比亚的总体状况有所改善，但无从断言与反对派和解的努力是否有效和持久。申诉人回顾，该法院在最近的几项决定中指出，埃塞俄比亚的局势虽然有所进展，但仍然令人担忧，基本上仍不稳定。他补充称，丹麦移民局的一份详细报告描述了埃塞俄比亚的紧张局势，该报告指出，尽管情况有所改观，但仍有出于政治动机实施拘留的报告，并且有大量政治犯尚未获释。[footnoteRef:19] [19: 		Denmark, Immigration Service, Ethiopia: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reatment of opposition, September 2018, pp. 12–13.] 

5.3	关于他在瑞士的政治活动，申诉人强调，缔约国承认埃塞俄比亚特工部门最近加强了对居住在国外的反对派成员的监视，因此应假定埃塞俄比亚能够确认反对该国政权的政治活跃人士的身份。但申诉人注意到，缔约国称这种监视的对象仅限于在政治反对派中担任要职并对政权构成威胁的人员。申诉人强调，虽然缔约国申明埃塞俄比亚政府尊重宗教自由而且(流亡的)宗教领袖不被埃塞俄比亚政权视为威胁，但瑞士主管机构并未对来文中提出的加拿大移民和难民事务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异议，该报告的结论是已发生了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成员被逮捕和迫害的情况。申诉人表示，加拿大移民和难民事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埃塞俄比亚容忍宗教自由的前提是信教者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申诉人因此重申，自己是埃塞俄比亚人民爱国阵线和“金波特7号”运动的成员，从事各种政治活动，而且是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瑞士分会仅有的三名司铎之一，这些情况导致他如果被遣返至埃塞俄比亚，将面临遭受酷刑或虐待的风险，违反了《公约》第3条。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第22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22条第5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6.2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除非能够断定个人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缔约国没有对申诉人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提出异议，也未质疑来文的可受理性。
6.3	委员会未发现妨碍受理的其他障碍，因此根据《公约》第3条宣布来文可以受理，并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7.1	委员会依照《公约》第22条第4款，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材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要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驱逐回埃塞俄比亚是否会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条承担的义务，即如有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危险，不得将该人驱逐或遣返(“推回”)至该国。委员会回顾，禁止酷刑是绝对的和不可克减的，缔约国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况作为施行酷刑的理由。[footnoteRef:20] [20: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2号一般性意见(2007年)，第5段。] 

7.3	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充分理由认为申诉人被遣返至埃塞俄比亚后其本人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委员会评估这一危险时必须根据《公约》第3条第2款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然而，委员会回顾称，作出这一判断的目的是确定当事人本人是否将在被遣返国面临可预见的真实的酷刑风险。因此，一国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本身并不构成可以认定某一特定人员在返回该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危险的充分理由；还必须提出其他理由证明当事人本人面临风险。[footnoteRef:21] 反之，不存在一贯公然侵犯人权的情况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在其所处的特定情况下不会遭受酷刑。[footnoteRef:22] [21: 		Alhaj Ali诉摩洛哥(CAT/C/58/D/682/2015)，第8.3段；R.A.Y.诉摩洛哥(CAT/C/52/D/525/ 2012)，第7.2段；以及L.M.诉加拿大(CAT/C/63/D/488/2012)，第11.3段。]  [22: 		Kalinichenko诉摩洛哥(CAT/C/47/D/428/2010)，第15.3段。] 

7.4	委员会回顾其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其中指出，只要有“充分理由”相信，当事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有可能在目的地国遭受酷刑的一个群体的成员，在将被递解至的国家内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便存在不推回义务。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的惯例是，只要酷刑风险是“可预见、针对个人、现实存在而且真实的”，便认定存在“充分理由”。[footnoteRef:23] 申诉人或其家庭成员的政治派别或政治活动，或存在逮捕令而又无法保障公平待遇和审判，都特别属于个人风险的迹象。[footnoteRef:24] 委员会回顾，举证责任由申诉人承担，申诉人必须提出可以论证的理由，即提出确凿证据表明遭受酷刑的危险是可预见、针对个人、现实存在而且真实的。然而，当申诉人无法就其案件提供详细资料时，则应倒置举证责任，所涉缔约国须对指称进行调查并核实来文所依据的信息。[footnoteRef:25] 委员会还回顾，委员会相当重视所涉缔约国机关得出的事实结论，但又不受这一结论的束缚，而是会依照《公约》第22条第4款，考虑每一案件的所有相关情节，自行评估所掌握的信息。[footnoteRef:26] [23: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4号一般性意见，第11段。]  [24: 		同上，第45段。]  [25: 		同上，第38段。]  [26: 		同上，第50段。] 

7.5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论点，即瑞士如果将他遣返至埃塞俄比亚，将侵犯他根据《公约》第3条享有的权利。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声称，自己身为对埃塞俄比亚当局持批评态度的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流亡会议的成员，以及埃塞俄比亚人民爱国阵线和“金波特7号”运动的成员，如果返回原籍国可能会遭受虐待。
7.6	委员会回顾指出，委员会必须确定申诉人目前如果被遣返至埃塞俄比亚是否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有充分的机会在国家一级向联邦移民局以及之后向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以及向联邦行政法院提供支持性证据和有关其主张的更多细节，但他提供的证据并没有使瑞士主管机构认定，如果他返回埃塞俄比亚，将有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风险，况且自紧急状态结束和数百名政治犯获释以来，该国局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委员会回顾，申诉人原籍国存在侵犯人权的情况，这本身不足以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本人有遭受酷刑的风险。[footnoteRef:27] 因此，仅凭埃塞俄比亚存在侵犯人权行为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认定将申诉人遣返至该国将违反《公约》第3条。[footnoteRef:28] 委员会注意到，从案卷中可以看出，缔约国主管机构在审查申诉人的庇护申请时考虑到了相关的背景资料。委员会认为，在本案中，申诉人并未证明其政治活动的重要性足以引起其原籍国当局的注意[footnoteRef:29]，并认定申诉人提供的资料不能证明他如果返回埃塞俄比亚，其本人会有遭受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风险。 [27: 		A.M.诉瑞士(CAT/C/65/D/841/2017)，第7.7段。]  [28: 		见关于将当事人驱逐至埃塞俄比亚的以下决定：H.K.诉瑞士(CAT/C/49/D/432/2010)，第7.5段；R.D.诉瑞士(CAT/C/51/D/426/2010)，第9.7段；X.诉丹麦(CAT/C/53/D/458/2011)，第9.6段；E.E.E.诉瑞士(CAT/C/54/D/491/2012)，第7.7段；M.F.诉瑞士(CAT/C/59/D/658/2015)，第7.7段；T.Z.诉瑞士(CAT/C/62/D/688/2015)，第8.7段；以及X.诉瑞士(CAT/C/65/D/765/2016)，第7.8段。]  [29: 		Z.诉瑞士(CAT/C/64/D/738/2016)，第7.6段。] 

7.7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没有证明自己最近曾遭受过酷刑或虐待，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可让人质疑瑞士主管机构就驳回其庇护申请一事得出的结论。[footnoteRef:30] [30: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4号一般性意见，第49(b)段。] 

7.8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提交了一份2017年10月3日的医疗报告作为来文的佐证，报告中指出，申诉人患有抑郁发作、张力亢进和糖尿病等病症，返回埃塞俄比亚将使他无法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侵犯他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这些健康问题可在亚的斯亚贝巴得到治疗，而且申诉人可申请援助以确保自己在交接期得到治疗。委员会因此认为，瑞士主管机构已经对申诉人的情况，包括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认定如果将申诉人遣返至埃塞俄比亚，不会有重大风险致使他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
7.9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提交的资料不足以证实他的主张，即他如果被遣返至埃塞俄比亚，将面临可预见的、真实的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
8.	委员会依据《公约》第22条第7款行事，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将申诉人遣返至埃塞俄比亚并不违反《公约》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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